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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
关于调整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探索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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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面对非正常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国民

经济调整，在调整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，并在调整结束时实现了改革的突破。在改革措

施的推动下，经济高速增长重新出现；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，反过来又阻滞了

改革的进一步深入。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，成为贯穿中国改革

开放全程的一个重要命题。

中国共产党；调整；改革；经济增长；宏观调控

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结束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

求突显出来，改革方案的供给也出现了突破。然

而，这一时期因为经济形势好转而出现的对经济增

长速度的主观追求，以及客观上因为改革带来的有

利于经济增长的一些举措，共同引发了一场宏观经

济失控。

此前，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“促进社会主

义经济的全面高涨”的首要任务和到2000年“在不

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，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

产值翻两番”的总目标。[48]在此基础上，报告对

“六五”“七五”计划时期和九十年代三个阶段的

改革内容和发展速度做了系统阐述，指出八十年代

经济增速不可能很快，主要是打基础，而九十年

代则要全面高涨。然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比十二大

的设想复杂得多。由于1981年的调整强度很大，使

当年的经济指标全面回落。1982年进入经济调整的

第二阶段后，中央不得不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总规

模的同时，大力加强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。这年11

月，“六五”计划出台后，部门和地方对于重点

建设的兴趣再次上涨。很多地方认为在调整之后不

加速发展，就是要犯右的错误，要求提前翻番，

互相攀比速度。薛暮桥回忆说，他这期间参加了7

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会议，没有一个地区

满足于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，而都是“提早五年翻

两番”，“二十年翻三番”，有些经济高速发展地

区甚至要求“五年翻一番、二十年翻四番”。[49] 

“翻番”在十二大后成为全党的“热词”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中央领导层的头脑是清醒的。

国务院于1983年7月和8月，先后发出《关于严格控

制基本建设规模，清理在建项目的紧急通知》《关

于将1983年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550亿元左右

的通知》《关于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

笼的通知》[50],为正在形成的投资热降温。从1983

年到1984年上半年，中央调整结构和控制热度的方

针是明确的，措施比较及时，组织工作也很得力。

但这种情况在1984年下半年发生变化。1984年9月，

中央正式提出“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”

“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

式”[51]；同时提出中央对于改革的基本精神是“大

的方面管住管好、小的方面放开放活”，一方面有

利于基层单位的经济活动主动灵活地发展，另一方

面又要避免企业的经济活动背离国民经济发展要

求。[52]10月，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正式提

出，在城市企业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

责任制，同时确认企业职工奖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

况自行决定。[53]在这种责、权、利结合下放的制度

格局下，各部门和地区对探索改革和推动发展的积

极性空前高涨，对于各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讨论也

前所未有地活跃。

三、从“加快改革步伐”到“保持更好更快发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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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下半年，有关部门讨论金融体制和工资

管理体制改革方案，决定要扩大专业银行贷款的自

主权，允许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同

存款增减挂钩按比例浮动；决定要扩大企业工资分

配的自主权，企业工资总额可以同企业经济效益挂

钩浮动。[54]在具体实施办法上，银行系统提出1985

年各专业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数额以1984年的

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核定，而1985年各企业工资总额

的浮动也要以1984年的实际数为基数核定。[55]有关

这两项基数核定办法的信息传出后，立即导致从10

月份开始的信贷和工资增长严重失控。“一些金融

单位不顾大局，为了增大信贷基数，竞相放贷；一

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，为了增

加工资基数，乱提工资，滥发奖金和补贴，致使银

行信贷和消费基金急剧增长。”[56]结果，1984年的

银行贷款总额比1983年增加28.9%，其中12月这一个

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48.4%，增势异常迅

猛；1984年的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83年增长19%，

其中第四季度奖金发放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有余，

工资总额（包括奖金）增长38%。[57]中央在11月中

旬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先是发出《控制基建投资和工

资奖金的紧急通知》，规定1984年增发货币180亿元

的计划不准突破[58]；继而又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

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、大力组织货币回笼，尽

快减少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。[59]但出于保护改革和

经济建设积极性的考虑，中央没有公开宣布撤销关

于两个基数核定办法的设想。这年第四季度货币发

行量比上年同季增加164%，全年合计增加49.5%，全

年增加货币量达到262.3亿元，大大突破原来的定

额。[60]通货膨胀开始明显出现。

经济管理部门的这种从改革和发展的主观意愿

出发而误判形势的做法，在此前就有。比如财政部

有规定用上一年的利润上缴总额作为下一年的利润

上缴基数，超过基数可以提成。对此，薛暮桥批评

说：“这样做会使企业在前三季的利润超额完成的

时候，第四季故意少赚利润，降低下一年的上缴利

润的基数。”[61]而1984年的信贷和工资这两个基数

则与上缴利润相反。上缴利润要故意降低基数，贷

款和工资要故意提高基数，由此导致竞放贷款和竞

发工资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，

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猛增，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

业生产出现“超高速”增长。这一年第一季度工

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2.9%，第二季度增长

23.4%。[62]与此同时，各地区为追求短期效益，竞

相发展投资周期短、收效快的加工工业，而能源、

原材料和交通运输则日益成为短线，产业结构越来

越不合理。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刚有改善，又逐渐

走向新的失调。

很多人指责这次通货膨胀的出现是由于“改革

过当、步伐过快”。但客观情况显示，这恰恰是改

革仅仅停留在放权让利，而没有进行体制性、机制

性改革的结果。薛暮桥等人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几

次提出这个问题，“督促银行本身进行体制改革，

不吃‘大锅饭’，用一般银行通用的办法来经营银

行信贷业务”[63]。但一则因为银行本身的体制改革

触碰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划定的计划与市场的边界，

如要进行改革，势必需要新的突破；二则因为银行

等主管部门早已习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模式，

且在目前的改革模式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。由于

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利益问题没有解

决，银行系统在此后几年的改革，仅仅停留在改进

业务经营方面。银行系统在制止通货膨胀中本应具

有的“釜底抽薪”作用，迟迟没有发挥出来。

与改革在这一时间段受阻不同，各部门和地区

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兴趣和动力居高不下，甚至对

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不以为然。“有些经

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‘起飞’时期的正常

现象，非但没有坏处，相反有提高增长速度的好

处。”[64]全国范围内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形势越发

明显。针对这种情况，1984年12月，国务院经济研

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向中央提交了《当前货

币流通形势和对策》的研究报告，建议采取加强宏

观控制的措施，稳定经济，以保证党的十二届三中

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。

进入1985年，中央决定采取措施，抑制正在兴

起的通货膨胀势头。从1985年2月到10月，国务院连

续召开4次省长会议，决定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

的发放，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政策。为此在改革方

面只能放慢步骤。这年4月启动的价格改革，采取了

十分谨慎的步骤，以物价补贴的方式实现了多年未

能解决的调价问题。但也由于补贴造成比较大的财

政压力，反过来又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发展。

改革步骤虽然放慢，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仍在

继续。由于认识上不一致以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固守

原有的利益格局，中央确定的双紧措施没有很好地

贯彻落实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85年9月中国共产

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。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

于制定“七五”计划的建议。会议提出，我们正在

开展大规模建设，“有少量财政赤字，影响不大，

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

要依据”[65]。会议强调，“改革的意义，不仅在于

当前，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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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”，“追

求过高的建设速度，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，

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”，同时强调，“从根本上

说，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”，“必须保持适当的发

展速度，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，加强工农业

基础设施，使经济发展有后劲”。[66]这段论述对改

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比较精当的解释和阐发，

有助于解答党内的认识困惑。在接下来如何化解增

长速度过快、通货膨胀加剧的问题上，会议提出了

逐步解决的办法：在“七五”期间的前两年，“在

保持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，作

一些小的调整，改善投资结构，加强重点建设”，

“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，比在

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，可以避免由于刹

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”。[67]然而，“分散在

两年解决，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，搞不好也可能控

制不住”；而且在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，

会议就提出，“七五”期间的后三年，“再根据情

况，适当增加建设投资”，同时再一次强调减少国

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，加强间接控制。[68]这又

为部门和地方保持已有的经济增长冲动提供了政策

支持。

后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证明，这样的政策部署事

实上是一种“二律背反”。理论上的建设从属于改

革，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改革从属于建设。党的全

国代表会议后，中央进一步加强信贷紧缩政策。到

1985年第四季度，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，

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.2%，全年工业增长幅度达

到18%。[69]在紧缩政策下，工业生产在1986年第一

季度遇到困难。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

完成，原材料、能源供应更趋紧张，同时信贷资金

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，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

缺，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。第一季度与

上年同期比较只增长4.4%。[70]这本来是抑制经济过

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，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预料

过的。“但在这时，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

放松信贷，叫得很厉害。同时有一些年轻同志大声

惊呼经济‘滑坡’了，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

的经济‘起飞’，主张保持‘适度’的通货膨胀来

刺激经济‘起飞’。”[71]在各方面要求经济保持更

好更快发展的压力下，国务院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

上发生动摇，从1986年第二季度起，开始重新大幅

度放松信贷。通货膨胀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道延续

了下来。

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之时，改革路

径有两种：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，制止通货膨

胀，推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的价格改革[72]，

带动其他各项改革；另一种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

长为前提和目标，绕过价格改革，忽略通货膨胀，

用维持财政包干、推广企业上缴利润包干等办法推

进改革。在经济发展的压力面前，党在具体政策措

施上更多地选择了第二种改革思路。这种改革办法

为地方以竞相扩大加工工业投资的方式增加财政收

入，打开了制度之门，促使地方想方设法用“减

税让利”等办法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投资。这样

的投资热虽然维持了中国经济在1985—1988年高速

增长，但最终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当的价格“闯

关”中破灭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调整之

后，迎来改革良机，但在实际工作中被对经济增长

速度的片面追求所掩盖、所抑制；然而中国经济增

长的真正动力恰恰在于改革。对改革与经济增长之

间关系的处理不够妥当，导致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

年代后期遇到困难。这段历史所蕴含的正反两方面

经验是值得我们充分记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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